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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蓉、張文揚＊

一、  前言

不知道當大家看到 「小島嶼」（small islands） 這個詞彙的時候，第一個想法
是什麼？是度假勝地馬爾地夫？還是在地緣政治上所謂的島鏈國家們，例如帛

琉、索羅門群島等？在聯合國對國家與區域的分類名單中，有一類是 「開發中小
島嶼國家」（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SIDS，或是小島嶼開發中國家，以下
一律以 SIDS稱呼），這些國家及政治實體分別散落在太平洋、印度洋或是加勒
比海上，一共有 58個，其中包括 39個聯合國會員國 （例如：海地、吐瓦魯或是
聖多美普林西比等） 以及 19個海外領地 （例如：美屬薩摩亞、波多黎各或是英
屬維京群島等）。

圖一：SIDS分布圖 （圖源：Beatrice （2024））

# 本文係發展與改寫自蒲蓉 （2022）。
＊ 蒲蓉，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碩士、英國約克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系博士生；張文揚，國立政治大

學外交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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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國家儘管以 「開發中國家」 統稱，但其中也包含了巴林、新加坡以及巴
哈馬等高所得國家。這裡所謂的 「開發中」，實際上指的是這些國家或是政治實
體的幾個共同特性：陸域面積小但分布在廣袤的海洋上、自然與人力資源有限，

以及與主要市場有一定的地理距離。更重要的是，這些國家幾乎無一例外的在

生物多樣性、應對氣候變遷的韌性等議題上高度脆弱。在 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
發展會議 （1992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中，
特別將它們匡列成相當特殊的團體，原因包括：國家小，但多幅員遼闊 （例如：
帛琉的土地面積是 459平方公里，但其專屬經濟區為 604,000平方公里）；國家
數目眾多，但 57個政治實體的總人口僅占世界人口總數不到 1%；以及由於面
對氣候變遷的脆弱性，它們皆受到多個聯合國行動計畫一再地支持。

在本文中，我們想了解這些島國的女性如何受到氣候變遷的衝擊，以及衝

擊之下，國際社會又如何看待對女性的氣候援助？本文研究發現，為了提高氣

候變遷的適應性並加強女性應對氣候變遷，先進國家針對 SIDS提供的氣候援助
中，女性地位較高的 SIDS獲得較高的援助金額，而且這種獎勵性質 （reward-
based） 的運作機制在經過多次的檢驗後，都獲得一樣的結果。這對於理解先進
國家的援外政策、女性地位與性別援助，以及後續提出的氣候適應對策等，有

相當的理論與政策啟示。

二、  為什麼 SIDS中的女性地位特別需要被關注？

從女性地位來看，SIDS跟其他的地理分區相比，不能算是最糟糕。根據聯
合國開發計畫署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的性別不平等
指數 （Gender Inequality Index, GII），SIDS的性別不平等指數在 2019年的平均高
過最低度開發與開發中國家，並且僅比全世界的平均略低 （UNDP, various 
years）。但是，基於 SIDS的文化發展與歷史背景等，在遭遇到氣候變遷時，女
性特別容易受到氣候災難影響。這些歷史與文化的因素包含：家中的男性一般

負擔出外工作的責任，受到比較良好的教育且經濟收入較高等，女性則僅能扮

演「持家」的角色。當發生重大自然災害時，女性因此容易成為受害者，且比

例相當高。舉例來說，2004年印度洋大地震引發的南亞大海嘯中，有超過七成
的受難者是女性；在更早的 1992年，發生在孟加拉的颱風 Gorky，受難者中更
超過九成是女性。我們在本文中將 SIDS的女性遭遇到的問題，稱為 「雙重脆弱
性」（dual vulnerability）：她們既受到性別不平等的影響，導致經濟與教育條件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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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低於男性，在氣候變遷與全球暖化之下，也因為這樣的不平等待遇，往往成

為主要的氣候災難受害者。

先進國家，或是所謂的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OECD，又稱富人俱樂部） 因為國際責任，經常性地對
開發中甚至低度開發國家提供援助，SIDS也不例外。儘管隨著世界發展，不論
是已開發國家或是部分開發中國家，都會提供對外援助，但在本文中，我們將

研究議題聚焦在先進國家（它們高度與《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 的附件
一國家高度重疊），除了在氣候變遷的議題上它們負擔較大的責任外，國際社會

也期望它們可以藉由負擔援外責任，協助開發中與低度開發國家振興經濟與達

到永續發展目標。但值得注意的是，儘管 OECD國家們被期待每年提供不低於
國民所得 （Gross National Income, GNI） 0.7%的援助，僅有少部分北歐國家可以
達標。

OECD的援助計畫中，有不少是針對促進性別平等、提高女性地位，或是
調適與減緩氣候變遷，但是它們怎麼做成決定，是一個相當有趣的問題。有學

者認為，援助國的國內特性會影響對女性援助的金額與有效性，舉例來說，當

國會的女性議員比例較高，或是主持對外援助機構的官員為女性時，目的較容

易達成。反之，有些援助方會優先檢視受援國的性別平等狀況，再決定如何提

供援助。例如：如果受援國促進了女性的政治與經濟權利，則比較容易獲得援

助 （Hicks et al., 2016; Jones & Swiss, 2014; Yoon & Moon, 2018）。
再者，援助也有獎勵性質 （reward-based） 和需求性質 （need-based） 的差異：

前者是指當受援國在相關的指標上達標，或是能夠改善，則較容易獲得援助；

後者則有「把錢花在刀口上」的意涵，根據當地國家最迫切的政策目標提供援

助。本文想了解，SIDS的女性地位與氣候變遷適應援助之間，是否呈現正相 

關。如果是正相關，代表先進國家提供的援助型態是獎勵性質，有 「錦上添花」 

的意涵。若為負相關，則代表女性地位比較低的國家可以獲得較高的氣候適應

援助，旨在促進女性地位。最後，因為 SIDS都是氣候變遷的受害者，因此它們
僅有適應的必要性，而沒有減緩的責任，這也是本文把焦點放在氣候變遷適應

援助，而不一同檢驗減緩援助的原因之一 （Dreher et al., 2015; Hicks & Maldonado, 
2020; Kleemann et al., 2016; Okundaye & Breuning, 2021; Yoon & Moon, 2018）。

本研究旨在探討 OECD國家們對 SIDS的援助，究竟是獎勵性質或是需求
性質？面對氣候變遷，我們之所以在意援助國如何看待 SIDS國家的女性地位，
是因為性別平等之下的氣候決策，能夠更充分且周延的考慮到不同性別，亦符

合性別主流化 （gender mainstreaming） 所強調，在各項領域的決策中盡可能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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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性別考量，並於執行或達成政策目的後，進一步促進性別平等。本文認

為，藉由援助提高性別主流化並促進性別平等固然重要，但在氣候變遷領域

中，因議題的急迫性而受援助的 SIDS國家內部平等狀態，或許是成為獲得援助
的要件之一。

三、  研究設計

為了釐清對 SIDS的女性援助樣態，我們從 OECD的發展援助委員會 

（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DAC） 資料庫中，選擇了受到援助的 39個
國家，根據可得資料判斷，OECD國家們的援助對象主要為國家，因此我們首
先排除了 SIDS中的海外領地；其次，OECD也未援助如新加坡、巴林等高所得
國家，因此亦將這類型的國家排除。最終樣本為 33個國家，基於資料可得性，
我們將研究範圍鎖定在 2009-2019年這十年之間。

對於最重要的變數 「援助」，我們先後根據兩項標準選擇數據。首先，我們
選擇符合 「里約印記」（Rio Marker） 的援助項目，1代表這個項目專門針對氣候

議題。在篩選了與氣候有關的援助項目以後，我們進一步從中選擇包含援助女

性者。儘管各項援助應專款專用，但更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是讓援助金額也

能在其他領域發揮效果。舉例來說，如果在應對氣候變遷時，可以連同要求受

援國促進女性教育或是就業率，一旦女性地位因此提高，她們對於氣候變遷的

意識也會連帶增強，並且基於自身的處境、地位與知識，促使國家能夠更完整

的制定應對氣候變遷的政策。

接著，我們選擇目標為促進或是提升性別平等，且將此目標視為 「重要」
（important） 或是 「顯著」（significant） 者。這意味著，此援助項目不僅要達到 

「專款專用」，更希望在援助過程中，能同時提升其他的發展目標，因為我們也

很難想像任何發展目標 （例如：性別平等、教育普及） 可以在不兼顧其他項目的
情況之下單獨成功。

最後，以各年度金額除以該年度國家女性總人口數。SIDS國家普遍是氣候
變遷的受害者，僅能適應而無法 （或不需） 減緩氣候變遷，因此我們鎖定在氣候
變遷的適應援助上，統稱為 「性別敏感氣候適應援助」（gender-sensitive climate 
adaptation aid）。
1 1992年在巴西大城里約熱內盧召開的地球高峰會 （Earth Summit），一共先後通過了多個主要的環境
條約，比較主要的分別是 《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聯合國防治
荒漠化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to Combat Desertification, UNCCD），以及《氣候變化綱要公
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里約印記因此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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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在解釋變數上，我們以三個主要的性別平等指數來測量：第一個是聯

合國開發計畫署 （UNDP） 人類發展指數中有關女性者 （Human Development 
Index-Female）；第二個是性別不平等指數 （Gender Inequality Index）；第三個則
是性別平等指數 （Gender Development Index）。這三個指數的涵蓋面向不一，但
皆有健康 （衛生）、經濟與教育等面向，三個分數都介於 0-1之間，除了 GII以
外，都是分數愈高代表性別愈平等，但為了解釋上的一致性，我們將 GII的分
數反轉，讓愈高的分數也代表愈平等。

我們也加入了其他的控制變數，包括受援國的單邊指數：政治體制、國家

治理能力、人均所得、氣候脆弱指數，以及援助國與受援國的雙邊指數：地理

距離、雙邊貿易、語言同質性與是否有殖民關係等。

統計結果以及穩健性檢測的結果都顯示，性別平等與性別敏感氣候適應援

助之間呈現正相關。舉例來說，GDI每增加一單位，受援國就可以多獲得約 60

美元的女性人均援助，然而在 HDI-F的模型中，女性人均金額僅再增加約 30美
元。GII的統計結果雖然沒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性，但是金額也增加約 7美元。
上述發現有幾個意涵：本文確認了援助是獎勵性質，且 （女） 性別在援助上是一
個重要的考慮因素。另外，本文也拒絕了過去一個很重要的說法，就是「援助

詛咒」（the curse of aid）。過往的研究認為，開發中國家之所以無法達到發展目
標，乃因援助對它們而言是 「意外之財」（windfall savings）。在援助基本上並非
來自人民、監管力道因而較小且透明度較低的情況下，援助容易被誤用並阻礙

國家發展。但是本文指出，援助國實際上會注重當地一開始的性別平等地位，

並據此提供援助，這意味著，受援國必須改善性別平等才能夠獲得更多援助。

四、  結語

當 2021年 11月，位於南太平洋上的島國─吐瓦魯的外交部長 Simon 
Kofe站在海中，以錄影方式向參與 UNFCCC第 26屆締約方大會 （COP26） 的會
眾發表演說，凸顯國家面臨到的氣候變遷與海平面上升的危機，也是 SIDS最能
夠深刻體認的經典氣候變遷後果。或許因為島國們遭遇到的困境以及大家認識

到氣候變遷的急迫性，在該次會議中，又再次通過了與氣候議題有關的 《格拉斯
哥氣候協議》（The Glasgow Climate Pact），並首次將矛頭指向溫室氣體排放的最
大元兇：化石燃料。一時之間，我們似乎又看到了一劑應對氣候變遷的強心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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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吐瓦魯外長 Simon Kofe於 COP26時站在海中發表演說 （圖源：Kofe （2023））

四年後，澳洲根據 2023年與吐瓦魯簽署、2024年生效的 《澳吐睦鄰友好聯
盟協議》（Australia-Tuvalu Falepili Union Treaty），開始向吐國開放氣候簽證 

（climate visa），允許吐國人民在澳洲工作、留學與生活。截至 2025年 7月 23

日，已經有超過八成的吐國人民申請，希望可以移居澳洲。這意味著，儘管世

界各國與國際組織針對氣候變遷問題陸續端出對策，期望可以有效應對，但當

自己的國土在 2050年時，有一半以上將經常性被潮水淹沒，吐國人民還是必須
採取實際行動，離開家鄉重新定居，避免氣候變遷對他們的威脅與危害。然

而，每年澳洲提供的簽證名額僅有 280個，要容納吐國所有人民，需要四十年
左右的時間。

女性向來在氣候變遷的對策中，扮演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因為從女性的

角度出發，會使得我們更理解氣候變遷的問題，也能夠制定出更周延的方案。

SIDS的 「優勢」 在於，正因為 SIDS都是氣候變遷的受害者而非加害者，它們更
能認知到，什麼政策或是行動更能夠協助它們應對氣候變遷。透過本文的實證

研究，我們發現 SIDS中女性地位較高或是性別較平等的國家，比較容易獲得
OECD國家的性別敏感氣候變遷適應援助。這種援助樣態是獎勵導向，代表
SIDS能夠透過自身的努力，或是國際社會的協助來提高性別平等。本文認為，
這也會使得對外援助、氣候變遷對策、女性地位三者之間，有正向的發展。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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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地位較高的 SIDS在獲得氣候資金以後，得以擬定更有效果的氣候適應政策。
而這種因女性地位較高而獲得較多氣候資金的機制，也對受援國有獎勵作用，

促使它們進一步維護甚至提高女性地位。這對增強理解當前的各項政策背後的

理論以及制定具體可行的方案，都有相當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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